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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徐光启

对天主教的理解

史料研究   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

◎ （日本）安部 力

一

明末清初，在天主教的活动中，起着很大作用的乃是上海人徐光启（1 5 6 2 ～1 6 3 3 ）。

他位至内阁大学士，翻译和介绍了西洋科学书籍，是有名的“实学者”。同时，他也是“明末

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”之一，是受到耶稣会士高度评价的伟大的天主教徒[ 1 ] 。至今为止关于

徐光启的研究可分为二方面：一方面作为实学者（科学者）得到了高度评价；另一方面是研

究和评价了他的天主教徒之事迹。在这些研究中，作为当时的天主教徒，尽管他受到了高度

的评价，但是关于他对“天主教理解”则作了如下的评价：“徐光启的根本思想包含了中华思

想，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天主教民[ 2 ] 。”这样，徐光启对天主教的理解到底还是在儒教的范

围之内，而且被认为并非是真正地理解了天主教。另外一个重要关键是徐光启如何追求、接

近、加入天主教的。有的学者认为：“徐光启加入天主教，为当时他想学习西洋的科学并翻译

有关书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[ 3 ] 。”但是，笔者在此有两个疑问：一，徐光启对天主教的

理解，是否只停留在儒教的范围之内；二，徐光启加入天主教的动机是否只图于吸收实学

之利便。本稿以阐明徐光启对天主教的理解，及其入教之动机为目的。

二

首先看看徐光启的入教动机。至今为止，几乎没有人专门涉及到这个问题。从徐光启

思想形成的过程中，可以明确看到，他是带着何等的关心，来接触天主教的。徐光启十

六岁时，事师黄体仁[ 4 ] 。

“黄体仁，字长卿，号榖城⋯⋯体仁九岁，避岛夷难。能扶掖祖母及其母。比长，

受知于学使耿定向。讲性学，多所发明。⋯⋯三十二年成进士。馆李廷机家。廷机使试

馆职，谢之。以门人徐光启才优荐。光启膺馆选。体仁授刑曹历郎中，出知登州。”

（《上海县志》卷十九、同治十一年版）

“黄体仁，字长卿，号榖城⋯⋯公为诸生，尝横经受徒。多高足为显人钜卿。而宗

伯徐公光启，尤敬信其师。详述其行谊官箴，属余受简而为之传如此。所公著四然斋稿

十卷、续稿四卷、奏议二卷、诗文杂著、东牟西曹案牍各二卷，藏于家。”（《云间

志略》黄宪副榖城公传）

以上资料可以看出，黄体仁属于泰州学派，以耿定向为师，对弟子徐光启的才能有很

高评价，并推荐了徐光启。以上几点可以判断出黄体仁与徐光启有着相当亲密的师徒关系，

耿定向的思想通过黄体仁影响了徐光启，使其接受了阳明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黄

体仁的《四然斋集》作了如下的论说：

“《四然斋集十卷》，明黄体元（笔者认为黄体元的“元”字，应是“仁”字）

撰。体元字长卿，榖城人。万历甲辰进士⋯⋯是集体元所自编。取中和集身心世事，谓

之四缘，委身寂然、委心洞然、委世混然、委事自然之语，故以四然名斋，因以名集。

利玛窦发送到欧州的报告书

中，有如下之评价：“1604

年，我们的友人徐举人光

启，来到北京，是当时教友

中最出色的人物⋯⋯一来到北

京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传道中

心，为的是办告解及领圣

礼。有人说徐光启非常热

心，在领圣礼后，禁不住流

泪，使得旁观者也感动得流

下泪来⋯⋯他个人的生活，

是一个热心的典范，圣德的

样本，为教友所效法，为教

外人所仰慕。”《利玛窦全

集》2（43 3 页）。

佐伯好郎氏《支那基督教的

研究》三卷则《明时代的支

那基督教》（春秋社松柏

馆，1944 年，385 页）。

《徐光启集》（上·下，上

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的

编者王重民氏的见解。

（《徐光启》上海人民出版

社，1981 年，24 页）。

关于黄体仁，参照“徐光启

年谱”（梁家勉编著，上海

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1577

年（徐光启16 岁）。

[1]

[2]

[3]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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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明季士大夫耽二氏者十之九也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三十六，集部、别集类存

目 六 ）

由此看出，黄体仁亦受到了佛老思想的影响。可以认为，徐光启在科举应试的学习

中，以黄体仁为师，在接受阳明学薰陶的同时，有可能也接受了佛的思想。徐光启在拜

黄体仁为师之后，一直与其保持着师生关系，试行乡试，至三十六岁乡试登第为止，两

人的友情一直保持了下去。但是，关于两人的思想关系却不甚明确，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

亦未言及。

下面我想用至今尚未被利用过的资料来看徐光启的思想形成：

“（万历）二十一年癸已（1 5 9 3 年）先生七十七，松江门人姜公云龙，与同社陈公

济贤、徐公光启、吕公克孝谓：‘先生之书浩瀚难竟，宜辍精要以当醒醐。’ 遂编辑

《林子第一义》二卷。”[ 1 ]

这里出现的“先生”乃是林兆恩。徐光启与林氏门人一起编集了《林子第一义》。

此外，还没有发现林兆恩与徐光启之间的关系的资料。但是，就此可以确认吕克孝与徐光

启的关系[ 2 ] ，至少，还可以说徐光启有可能受到了林兆恩的影响。有关林兆恩的思想，间

野潜龙氏在《明代文化史研究》中作了如下的论说“阳明没后，心学风靡一世⋯⋯融和思想

终于盛行一时。其倾向特别显著的乃是在儒家林兆恩等人物⋯⋯阳明——泰州学派那样强烈

地倾向心学的意识，故林兆恩亦能融合三教⋯⋯林兆恩的影响很大，其学派盛行于江南、福

建一带。”由此可以看到林兆恩建立了三教融合的思想，此乃新的思想形态。这种新的思想形

态的出现理由，正如荒木见悟氏提出的那样：“总之，明人顺着时代的潮流，既是儒家，又是

佛家，又是道家，既成教学的现卖现买与方便的缝合乃救不了被挤塞的精神善[ 3 ] 。”就是

说，其时代的士大夫超越传统思想的范围，摸索出新的思想形态。林兆恩正是摸索出这种新

的思想形态的思想家。所以认为徐光启也是摸索新的思想形态的一位。于是徐光启以明末作

为“尘世”[ 4 ] 。与他同时代的顾允成也认识到有“天崩地陷”（“顾季时行状”《高子遗

书》）的时代危机。这种认识在当时士大夫中也同样存在。因为是徐光启把这种时代认识作为

基础，来摸索拯救“尘世”，而成为新的思想形态。

当时以江南、福建地方为中心，流传林兆恩的思想，以至于有相当的影响力。因为

有这些的关连，所以体现当时江南地方的思想特色。酒井忠夫氏有如下论说（《中国善书的研

究》弘文堂，1 9 6 0 年）：“明代的三教合一是民间宗教，表现出儒佛兼修的文化运动的倾向。并

以江苏、浙江地区为中心⋯⋯不得不承认有其地域的特质，三教合一儒佛兼修的风潮是体现

出的善书的制作与善书的流行的朝代性、地域性特质之有关系。”

三教合一思想流行在徐光启的活动范围即江苏、浙江省一带。同时，善书亦流行在这

一带。以下探讨其善书是含有何种特色的书。酒井氏关于善书有以下之说：“关系到泰州

学派的三教思想，首先出现乃是善书问题。即善书在泰州学派之外，还流行在其他学派的

明末士大夫之间，泰州学派如以前所述那样从三教思想之中作善书，派生出泰州学派。”

另外，酒井氏对出现善书，即一种“功过格”这点，作了如下之论述：“功过格在善

书之中，区别中国民众的道德善（功）与恶（过）之别，在思想上衡量论述其善恶之行

为⋯⋯对人间的行为的善恶在阴间中予以赏罚，这种民间信仰是接受了佛教之影响后，盛行于

世⋯⋯已至于被认为佛教的地狱冥界之信仰进入中国之后，并渗透其固有信仰即鬼君王的阴阳

两种的现世中的赏罚，及冥界来世的赏罚。”亦就是说，明末的江苏浙江地方之中，在三教合

一思想的背景下所流行的善书的功过格是接受了佛教之影响，以“来世中之赏罚”来端正现世

行为的这样一种作用。另外，对其观点，日高一宇氏论述道“以天人相关为基础，只有报应的

命运观才能成为善书思想性的本质之特徵。”[ 5 ]这样的善书与功过格又是如何影响徐光启的，在

这方面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资料。但是善书流行的地域与徐光启的活动地域重叠，而且在与林

兆恩的接触中，与泰州学派发生了关系，受到了善书的“报应命运观”等的影响。这些影响可

以从徐光启入天主教的前后，即在《畸人十篇》（《天学初函》）中，徐光启和耶稣会士利玛窦

（1552～161 0，意大利人）的会话中，可以推测出来。因为有了善书的影响，所以他才有可能接

受利玛窦的思想。正如下面所说的：

《林子年谱》附在间野潜龙

的《明代文化史研究》里

（同朋社，1979 年）之卷

末，《林子年谱》（林兆珂

编，万历三十八年，篷左文

库所藏）。

吕克孝人物在《徐光启年

谱》（1624年，注 19）中

有其名，乃是同年的乡试的

举人。《徐光启集》第十卷

中收录了给吕克孝的书信。

荒木见悟氏《佛教和阳明学》

（第三文明社，1979年，15

页）。

《辟妄》，见《天主教东传文献

续编》（吴相湘主编，中国史

学业书，学生书局，1966

年 ）。

日高一宇氏的“善书近代性—

—在明清代民众思想的检讨”

（《研究报告书》第十号，北九

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，1977

年）。

[1]

[2]

[3]

[4]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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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徐太史明日再就余（利玛窦）寓曰：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。吾闻而惊怖其言。

焉不识可得免乎。今请约举是理疏为条目，将录以为自警之首箴。余（利玛窦）曰：常念死

候有五大益焉。其一以敛心检身脱身后大凶也⋯⋯徐子曰：于戏！此皆忠厚语，果大补于世

教。今而后吾知所为备于死矣。世俗之备于死也，特求坚厚棺！槨卜吉宅兆耳。孰论身后天

台下严审乎？”（引自第四篇“常念死候备死后审”）

其发言表现了徐光启对“死后之审判（应报）”的关心，也正是徐光启所寻求的解

答。此乃是徐光启发现在日常生活中“应如何生存”的发言。正如前面所论说那样，徐光启

摸索出新的思想形态，拯救了“尘世”。徐光启对“死后”的问题很关心，而这样的问题在摸

索的思想体系中是不可能找到回答的，于是徐光启作了下面的发言[ 1 ]：

“臣尝论古来帝王之赏罚、圣贤之是非，皆范人于善，禁人于恶，至详极备。然赏

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，不能及人之中情。又如司马迁所云：颜回之夭，盗跖之寿，使人

疑于善恶之无报⋯⋯于是假释氏之说以辅之。其言善恶之报在于身后，则外行中情，颜回

盗跖，似乎皆得其报⋯⋯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，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，则其言似是而非

也 。”（《 辨 学 章 疏 》）

从佛教传来，经过了一千八百年，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的状态，证实了徐光启所说

“用从来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拯救尘世”的观点。所以徐光启为了进一步摸索其拯救“尘世”

的思想，而遍涉了其它的各种思想。关于徐光启，利玛窦在报告书中作了如下之论说：

“他是一位大学者，对文学科学都有研究，天资既高，性格又好。他看到儒家很少讲论来

生及救灵魂的问题，曾拜多位和尚道士为师。他们说死后有天堂，但没有一个人的学说能使

他感到满意。”（《利玛窦全集》2 <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，下>卷四 4 0 8 页）

这个发言可以看出：徐光启对“死后”很关心，并探索如何才能得到“拯救尘世”

的答案。他面对明末“尘世”，思考着如何才能拯救“尘世”，及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精

神上的迷惑。当然传统的儒教不能答复这些问题，从而更感觉到要从实践来证明“报应之

观念”，就必须利用佛教、道教。但佛教传来已有一千八百年，对现在的社会并没有效

果。带着这种苦闷的徐光启不禁要摸索新的思想形态，来补充传统思想体系上的不足，这

并不是想象上那么容易。所以他带着这种烦闷与天主教相遇了。

三

论说至此，可以看出，徐光启在以朱子学为传统教学，以耿定向为师，从黄体仁学、

阳明学、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，以报应观念为背景的善书，以及各色各样的思想体系

中，都没能得到一个真正满足的解答。在其思想烦闷的时候，在与天主教的接触中，徐

光启发现了自己所追求的思想，这才下决心入教，并接受了天主教。

关于徐光启的洗礼，及学习天主教教义问题，利码窦在报告书中，作了如下的论说：

“一六○三年，徐光启因事又来了一次南京，拜访了罗如望神父。神父领他参观了圣

堂，他向堂里供的圣母抱耶稣圣像致敬。藉这次机会，罗神父给他讲了一些天主教的事

情，他听了后很感兴趣，也很注意。创立刻决定信教，一直谈到深夜他把《天主教要》

及《天主实义》带回住所，这两书尚未付印。他整夜研读这两本书，《天主教要》里

的祈祷经文也会背诵了。第二天他来到教堂，请神父开始给他讲解。因为中国的新年已经

过了，他须回家过年，所以想先解决领洗的事。神父为考验他是否心有诚意，也为使他多明

白道理，要他留在南京的八天里，每天听一次道理，如果他要在这样短时期内领洗。他有恒

心，每天他不只来一次，而是来两次。”（《利玛窦全集》《利玛窦中国传教史·下》卷四 四○

九 页 ）

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，徐光启确实“学习了天主教的教义”并“热心地倾听了关于其

神秘的说明”。通过这一实践消除了徐光启的“思想的烦闷”，得到了思想上满足的解答。

他此时读了《天主教要》与《天主实义》这两本书物。关于这点，柴田笃氏提出[ 2 ]：“《天主

实义》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关心，而作成的教理问答书，但并不显示出全部的天主教教义，只

是含有一种‘入门书’的性格，另一方《天主教要理》包含了整个教义，相当于公教订

徐光启撰“辨学章疏”

（《徐光启集》卷九杂疏）。

柴田笃氏“《天主实义》的成

立”（《哲学年报》第51辑，九

州大学，1992年）。

[1]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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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”徐光启在读了这二书之后，更详细地学习了天主教的教义，故进一步达到了对天主

教的理解。

关于天主教，徐光启发在给耶稣会士的著书写的序文与跋文中作了阐述。以下以年代

顺序来看一下他的论述[ 1 ] 。

“盖其学无所规，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，乾乾昭事为宗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跋二十五言》（1604年）

“顾惟先生之学，略有三种。大者修身事天。小者格物穷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几何原本序》（1611年）

“诸君子感恩图报，将欲续成利氏之书，尽阐发其所为知天事天，穷理尽性之学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简平仪说序》（1611年）

“泰西诸君子，以茂德上才，利宾于国⋯⋯其实心，实行，实学，诚信于士大夫

也。其谈道也，以践形尽性，钦若上帝为宗。”           《泰西水法序》（16 1 2 年）

这时介绍的关于耶稣会士的思想，并未违背中国的献身于“上帝”、“天”的儒教教育。到

现在为止的研究成果，都认为徐光启对“天主教的理解”“仍然停留在儒教的范围之内”。这

个观点乃基于上面的说法。但是徐光启的论述中看出，他是立足在利玛窦的《天主实义》（《天

学初函》所收）的天主教中才认识到“天主”，故以此替换了儒教经典中的的“上帝、天”。利

玛窦在《天主实义》中作了如下的阐述：

“吾国天主则华言上帝，与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。⋯⋯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

帝也⋯⋯《礼》云‘天子亲耕。粢盛拒鬯，以事上帝’⋯⋯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，

特异以名也。（ 第 二 篇 ）”

利玛窦认为天主教的“天主”即儒教的“上帝”（以下称“天主= 上帝”说），因此被称

为“适应政策”，成为了以后“典礼问题”的原因之一。故徐光启在其所作的序文、跋文中，

亦认为对布教对象的士大夫所奉信的儒教应给予一种关怀。按此说法，《天文实义》乃是利玛

窦对儒教的一种关怀。因利玛窦的《二十五言》，是为了一般中国人而写的。还有《几何原本》、

《简平仪说》、《泰西水法》都包含了实用书性质，在这些书里“没有必要论说全部的天主教”，

这也和《天主实义》一样，也存在着同样的关怀。但徐光启也有不按照《天主实义》的意思

来论述的。例如《造物主垂像略说》（《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）中有

如下之说：

“天主降生于一千六百前一十五年前⋯⋯名曰耶稣。解曰求世者。上边供敬的，正是耶稣

圣像也。降生为人三十三年在世。亲传经典，拣选宗徒十二人。显出许多圣迹都在天主经典

上。一时说不尽。及至后来功愿完满，白日昇于天堂。遗下教规，令十二宗徒启遍行于世，教

人知道天地间只有一个造物真主，至大至尊，生养人类，主宰天下，今世后世赏善罚恶，乃

人所当奉事拜祭的⋯⋯又教人知道人的灵魂常在不灭，今世当守十戒，为善去恶，虽曾犯有

过失，如今闻了耶稣的圣教，从了耶稣的遗言，诵了耶稣的经典，却把从前的罪过，悉祈天

主赦免，立意赦免之后，必常守十戒遵行不犯，命终之后，其灵魂必得升天堂，不堕了狱也。

这十二宗徒散布天下，传教于万国自近及远，到今一千六百余年，天下许多国士。（1 6 1 5 年）”

至今为止，在研究徐光启的对“天主教的理解”中，还没有使用过这些资料。但是

从这些资料中，说明了徐光启与天主教的接触中，找到了自己答案。即在现世中，选摆

听从“耶稣的教诲”的生活方式，死后才能被判到天国，灵魂才能得到拯救。这里表现

一种在上述的序文·跋文里没有包含的、对天主教思想的理解。在文章中没有使用“上

帝”，而是统一用“天主”这个词。而这本书里所体现的崇拜“天主圣像”的倾向，

因为它的读者是关心天主教的人，然而序文·跋文的读者不同，故没有体现出这种对天主

教的理解。在《天主实义》中，没有《造物主垂像略说》所说的“从耶稣教诲的生活

方式”、“十二教徒的世界布教”。因为是纯粹性的“教义问答手册”，就有必要在《天

主教要》里说明事情之原故。因此在 1 6 2 5 年写的《造物主垂像略说》中，论说了在《天

主实义》里没有的有关纯粹性的“教义问答手册”，即《天主教要》里所阐述的天主教

的教义，尽管这里所用的不是“上帝”而是“天主”。翌年，徐光启对此问题有如下

这里引“跋二十五言”、

“刻几何原本序”、“简平仪说

序”、“泰西水法序”，以《徐

光启集》为根据。

[1]

徐光启与利玛窦画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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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发 言：

“所以数万里东来者，盖彼国教人，皆务修身事天以事上主，闻中国圣贤之教，亦

皆修身事天，理相符合，是以辛苦艰难，履危蹈险，来相印证，欲使人人为善，以称

上天爱人之意。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⋯⋯一切戒训规条，悉皆天理人情之至。”《辨学

章疏》（1 6 1 6 年）

从资料中可以看出徐光启对天主教的教义的理解，其发言也与前面论说的序文·跋文

有同样性质，明确了《天主实义》的意义，出自于“天主= 上帝”之说。原因是在“造

物主垂像略说”中，有“教义问答手册”，乃忠实地论说了《天主教要》，体现了对

天主教理解，表现了“天主”才是信仰的对象。在“辨学章疏”中再一次论说了耶稣

会士的学说，是“皆务修身事天以事上主”、“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”的思想，在如

何表现出信仰的对象是“上帝”？在“辨学章疏”中，体现出状况与目的有密切性的关

系。1 6 1 6 年，当时南京礼部侍郎沈瀖等把天主教作为邪教，上奏要求驱逐耶稣会士。于

是发令驱逐耶稣会士，即所谓“南京教案”。徐光启为了得到耶稣会士的拥护，呈上奏

文，即“辨学章疏”。徐光启主张：“天主教没有违背儒教”、“亦不是邪教”，“耶

稣会士是具有着人德”，“对于明朝来说，天主教并不是有害之教”。所以徐光启在《辨

学章疏》中论说道：

“臣见邸报：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，内言：‘其说浸淫、即士大夫亦有信向

之者’，一云：‘妄为星官之言，士人亦堕其云雾。’⋯⋯然廷臣之中，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，

书多刊行。则信向之者臣也。又尝与之考求历法⋯⋯则与言星官者亦臣也。诸陪臣果应得罪，

臣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。然臣累年以来，因与讲究考求，知此诸臣最真最确，不止踪

迹心事一无可疑，实皆圣贤之徒也⋯⋯必欲使人尽为善，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，真可以补

益王化，左右儒术，救正儒术，救正佛法者也⋯⋯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。”

其主张是“天主教并没有背叛儒教”。利玛窦在《天主实义》中，亦论说了此点。

徐光启的发言符合利玛窦的主张。亦就是说徐光启发言证明了“天主教乃非邪教”，也是

对儒教诉一种“关怀”的思想。这些主张是为了改善当时天主教的环境。徐光启的《辨

学章疏》则延用了《天主实义》的方针（“天主 = 上帝”之说），则是对中国人的关

怀。其实也和序文·跋文的意思一样，徐光启作为一个中国人士大夫（或者儒家），表

现了他对当时的一种关怀。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把这些都理解为“体现了徐光启对天主教的

理解的全部”，这也有点太过分了。

四

徐光启的天主教理解到底是什么？徐光启在经历了各种思想的过程以后，仍有思想上的

迷惑。结果，接触了天主教，却解决了自己的烦闷，满足了他的拯救“尘世”的思想，所以

热心地投身于教义的学习，在徐光启心中天主教的理念成为了他的很大的精神支柱。徐光启

在接触天主教之时，最关心的问题乃是“死后的问题”。在《畸人十篇》与利玛窦会话之中，

同样出现了关于“死后的问题”，这也是徐光启长期痛感“思想的烦闷”，为了解答“拯救”之

问题，只有依靠天主教教义了。在天主教的教义的影响下，徐光启超越了传统思想体系的范

围，在天主教教义之中，找到了最终的回答，也使他更倾注于天主教的教义。排除了“思想

的烦闷”的徐光启，则挺身而出全力保卫了耶稣会士的立场。徐光启作为高级官僚，在崇祯

二年，开设了西洋历局，录用耶稣会士，竭尽其全力推广天主教。其理由是“要救济明末社

会”，只有尊重耶稣会士与西洋学术（包含天主教）。这一选择，解决了徐光启内心的思想烦

闷，也确定了他对天主教的信仰，在这基础上，亦进一步理解了天主教的教义，这些便是他

得到耶稣会士的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。

（责任编辑：张爱平）


